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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

中国的国际宣传（１９２８—１９４１）》

郭子健

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史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显著增多。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中国

在抗战时期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与美苏等大国密切互动，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一。 有趣

的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抗战问题的关注，亦如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变化一样，从以美国为

中心的“史迪威—白修德模式”（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Ｗｈｉｔ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逐步转向对中国政府抗战角色的重新审

视。① 拉纳·米特（Ｒａｎａ Ｍｉｔｔｅｒ）基于对国际贡献的评估，认为中国在二战期间扮演了重要的“盟友”
角色。② 陶涵（Ｊａｙ Ｔａｙｌｏｒ）和齐锡生则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角度，彻底反思“史迪威—白修德模式”
对国民政府的片面评价，从而揭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面临的艰难处境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种

种问题。③

上述学者对于抗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结论，而在高层政治与外交影响下的经

济、文化等细分领域的问题，更有待深入研究。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魏舒

歌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１９２８—１９４１）》（以下简称“《战场之外》”），即是新

近的代表作。 本书英文版于 ２０１７ 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原名为 Ｎｅｗｓ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ｒｅ：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１，主标题直译是“战火之下的新

闻”。 本书的时间断限为 １９２８ 年济南惨案到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期间，国民政府的外宣

工作也的确是在“战火之下”逐步开展。 在本书出版之前，国民政府的“抗战外宣”作为研究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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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 Ｔｕｃｈｍａｎ，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１ － ４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１）。 塔奇曼的英文著作在 １９７０ 年首次出版，书中提出美国学者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和对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失去中国”的观

点。 在此之前，美国记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ａｒｏｌｄ Ｗｈｉｔｅ）出版《中国惊雷》一书，并将史迪威将军的日记整理出版为《史迪威文件》，
两本著作系统批判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消极、腐败与无能，这一观点长期主导着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认知，
被方德万称为“史迪威—白修德模式”。 参见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ｌｅｅ Ｊａｃｏｂｙ，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 Ｇｏｌｌａｎｃｚ， １９４７）；
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Ｓｔｉｌ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 Ｗｈｉｔｅ， 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Ｐａｐｅｒ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ｌｏａ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１９４８ ）； Ｈａｎｓ Ｊ􀆰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Ｗａ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ｐ􀆰 ２９４ － ２９５。

拉纳·米特著，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

合作关系（１９４１—１９４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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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议题，并未得到学界的深入讨论。 同时，本书的研究创新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研究者

重新发现在华英文报刊的学术价值；二是深化了对国民党战时文宣体制的认知；三是为抗战史研究

提供外延性的研究视角。 此三方面创新，对于深化抗战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 重新发现在华英文报刊的价值

租界英文报刊是《战场之外》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同时也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 租界作为在

中国国土独立于中国政治秩序之外的特殊区域，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其中，英文报

刊以最广泛的受众和阅读量占据主要地位。 此前国内已有学者运用英文报刊研究上海史、租界史

或特定事件与人群①，但往往以单一报刊为考察对象，且仅将报刊本身作为史料来源，对报刊背后

的史料生产过程、新闻从业者网络、报刊所代表的团体利益等鲜有关注。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始

就近现代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做系统探讨②，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非中文报刊的研究并未同步跟进。
《战场之外》不仅援引报刊文章，还通过档案、回忆录等内容，深挖报刊背后的报人群体，呈现了租

界英文报刊相对完整的谱系。
首先，作者发现，租界英文报刊并非如既往研究所言，完全为西方列强利益的代表，或紧紧依附于

母国的外交政策。 相反，在华外国人因在租界生活多年，逐渐萌生出独立于母国的利益认同，以当地

利益为中心的视角判断国际事务，甚至有时会与母国的外交政策相左。 这一特征贯穿了整个在华英

文报刊的发行史，从开埠之前《广州纪事报》（Ｃａｎｔ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和《中国信使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ｎｔ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字林西报》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与
《密勒氏评论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围绕中日冲突的相互攻讦，对此都有充分展现。③

其次，作者注意到，《密勒氏评论报》背后的“密苏里帮”（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ｍａｆｉａ）新闻人际网络，充分活

跃在租界英文报刊界，是连接国民政府与国际舆论的重要桥梁。 “密苏里帮”是指曾在密苏里大学

新闻学院接受新闻学教育和训练后在中国从事新闻业务的群体④，他们当中包括《密勒氏评论报》
的创办人密勒（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Ｆ􀆰 Ｍｉｌｌａｒｄ）和鲍维尔（Ｊｏｈｎ Ｂ􀆰 Ｐｏｗｅｌｌ），还包括著名的报人和记者埃德

加·斯诺（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董显光、沈剑虹等。⑤ 在后来的国际宣传中，董显光借助“密苏里帮”的媒

体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作者借助档案和回忆录揭示出各英文报刊的立场谱系，及各派势力对于租界报刊的渗透

方式。 这部分的史料来源除报刊外，还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台
北国民党党史馆等地的档案资料。 档案中呈现的政府往来文件对厘清报刊背后的政治、资本力量

十分重要，为我们了解报纸舆论的信息生产提供了完整链条。 在《战场之外》扮演主角的英文报刊

包括英系、美系、日系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 例如，１９２０ 年日本外务省收编了日本人在上海建

立的东方通讯社，以极低的价格向路透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在华外国媒体提供新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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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于租界英文报刊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外媒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报道，例如陈依群《〈密勒氏评论报〉与“上海问

题”》，《社会科学》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２ 期；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汪幼

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史林》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魏宏运：《〈字林西报〉等外报笔下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民国档

案》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李珊：《〈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例如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１９２８—１９４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１—３６ 页。
Ｊｏｈ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ｈｅ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Ｎｅｗ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Ｆ􀆰 Ｍｉｌｌａｒｄ， Ｊ􀆰 Ｂ􀆰 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１ （１９８６）􀆰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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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使其影响力大幅增长。 而国民政府在建立外宣网络的初期，也是通过收购经营不善的租界英

文报刊如《北京导报》（Ｔｈ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并对编辑部暗中资助，维持其“中立”形象，并在关键时

刻为国民党发声。①

《战场之外》所揭示的激烈舆论战争，并非简单的观念、思潮之争，而是深深卷入战时国际关系

的微妙局势中。 这提醒学者在运用民国时期尤其是战时的报刊史料时，应慎重观察报刊背后的利

益纠葛，而非简单地利用数据库关键词片面化搜集资料。 作者在结语中强调，“国民政府与租界英

文报刊的纷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１９３０ 年代在中国并存的苏联式和英美式两种外来信息秩序的冲

突。 前者强调通过政府或党派的灌输和信息隔离，使公众淹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后者侧重于不同

观点之间在信息市场上的论辩竞争，虽然背后有着资本的隐形操控”。② 厘清报纸、报人群体的权

势网络和他们的权力、资本依附关系，是利用报刊史料开展研究的前提。

二、 从“制度”到“人”：发掘国民党战时宣传体制的异质性

有关国民党宣传体制的研究，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结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国民党吸收苏联的

组织原则，并与中共合作进行自我组织改造。③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宣传部建立之初也信奉苏

联的宣传原则，即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垄断向民众进行宣导。 如费约翰（Ｊｏｈｎ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所言，“党
治”是其重要底色。④ 具体而言，新闻检查制度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王凌霄、高郁雅、曹立新等学者

揭示了国民党建立新闻检查制度过程中的成因与局限⑤，张咏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考察媒体精英对

新闻检查制度的态度。⑥ 但上述研究多以具体的部门和刊物为对象，从制度史的角度讨论新闻政

策，从政治理念出发讨论殊异，缺乏史实之间的联动。 《战场之外》基于以上研究，在考察国民党战

时外宣体制时，还原了由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背后的人际网络。
董显光的职业生涯与政治抉择，是贯穿本书叙事的一条暗线，我们可以根据董的经历，找到他

领导战时外宣工作的成因。 首先董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曾做过蒋的英文老师；其次董是“密苏里

帮”的重要成员，系统受过西方新闻理念的训练，并结识众多美国新闻界领军人物，这使其成为连

接国民政府与国际舆论的不二人选。 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宣传体制虽使董显光感到不适，
但他却进入《大陆报》，并使其成为受政府暗中资助的发声平台。⑦ 抗战爆发后，董受蒋介石委派，
担任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直接领导国际宣传处工作。

通过考察董显光对战时外宣的实际运作，本书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国民党宣传体制研究的面向。
作者指出，董显光加入政府后，一度饱受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受到党务系统汪精卫、陈公博的

刁难，同时手下缺乏专才，而借调人员工作低效，这些问题最终由蒋介石本人出面解决。 国民政府

迁往武汉后，蒋介石从汪、陈手中夺回宣传权，并给予董显光很大的权限，使国际宣传处能够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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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５９、１４４—１４６ 页。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３９９ 页。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１９２４—１９４９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２７ 页。
费约翰著，李霞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２２ 页。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１９２８—１９４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９６ 年版；高郁雅：《国

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２００５ 年版；曹立新：《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

时重庆新闻史研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张咏：《以“真相”的名义：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报导的批判及对新闻检查的倡导》，李金铨编：《报人报国》，香港，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８５—３２４ 页。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２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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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作，免受党派斗争的侵蚀。 董显光获得最高层支持后，利用其媒体界、军政界的人脉资源，将昔日

的编辑主笔、地方官员、外籍记者聚拢起来为国际宣传处提供帮助。 虽然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

编人员只有 ２６ 人，但为国际宣传处提供服务的人员却超过 ２００ 人。 作者以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

的披露为例，认为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扩大南京大屠杀的舆论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从运作层面来看，董显光上任前仓促加入国民党，并非党的核心成员。 同时，他任命的国际宣

传处处长曾虚白也来自媒体界，下设各部门科长大多是专业报人，这与国民政府传统的官僚队伍结

构完全不同。 虽然作者亦承认，国际宣传处基于董显光的人际网络，并非一套“现代化”的科层式

机构②，但在战时，国民党能够容许如此一个毫无党政经验的团队从事外宣工作，也很大程度上修

正了学界有关国民党“宣传统制”的既有结论。
作者的这一考察，重点在于关注制度背后“人”的因素。 如果仅仅做制度梳理，从官方文件寻

找国际宣传处的建立、下属机构、具体业务等内容，研究者便无法评估史料文本呈现的“制度”的效

率如何、冲突点所在，也就很难发现特定“制度”与宏观体制有何不同。 历史研究的关键是“人”的
活动，尤其是抗战时期，政权的高度不稳定性导致因人设事、因时废制的现象不断出现，战时各种机

构部门变动剧烈，如果不能深挖主导部门决策的主要人物，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就很难在浩如

烟海的史料中建立明晰的问题意识。 《战场之外》对董显光与国际宣传处的考察，为研究者提供了

范例。
但是，作为本书叙述暗线中的“亮点”，董显光的故事与本书结论之间尚存可供补足之处。 《战

场之外》最后一章讲述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际新闻处面临的困境及其所做的努力。 作者认

为“对美宣传”是这一时期董显光及国民政府重要的工作成果，但书中对美国政府的回应、反馈并

未详细讨论。 此外，作者亦提到迁都重庆后，由于国民政府强化了新闻审查，招致西方外交人员和

记者的普遍反感。③ 换言之，董显光在外宣上的努力，究竟多大程度影响了美国对华战争支援的态

度，美国政府是否注意到董显光其人，是涉及本书结论的重要内容，故应借助美国外交档案等资料

予以进一步探讨。
此外，有关董显光 １９４１ 年后的经历及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与《战场之外》结尾呈现的“日落重

山”相反，国民政府官方档案显示了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业务和职权扩张：
董在重庆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意在培养国民党宣传人才④；同
时，国际宣传处的经费规模也有明显增长。⑤ 赢得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在国

际宣传处刚刚建立的阶段。 宣传处业务扩张、经费增加时期，美国反而对蒋介石与国民党产生反感，
这一时期的董显光作为对外舆论的掌门人，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又应负何种责任，亦是值得追问之处。

三、 视角的外延：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国民党的战时宣传体制本是内政议题，而《战场之外》则强调外宣体制建立前后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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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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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３０６、３０９、３３１ 页。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４００ 页。
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８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第 １３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２—２６ 页。
《董显光函陈布雷转呈蒋中正为拟三十三年度国际宣传处各项经常费预算书与编制表》（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台北，“国

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４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 ／ ００６；《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为核国际宣传处经

费改列党务经费原则四点》（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８３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５ ／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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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诸多新的结论。 事实上，视角的外延，以及内外史料的联动，正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视角的外延，主要是将国际关系、区域、地缘等因素纳入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战场之外》

虽然重点关注中国的国际宣传，但在史料和叙述上给予其竞争对象———日本、英国、美国同等的篇

幅，充分展现多方博弈与合作。 不仅如此，作者能够跳脱既往抗战史研究的国族叙事，以第三方的

视角探寻“舆论战”的源头，尤其注意到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国民党的“反帝”形象与中国国内的

民族主义情绪，在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并非是正面的。 而蒋介石在“一·二八”事变中不断强调

国联调停的意义，也是其在舆论上区分敌友、拉拢英美对抗日本的策略。 尽管中国自近代以来被列

强欺辱，使其民族主义具有天然正当性，但现实是，２０ 世纪崛起的民族主义风潮和各地民众的抗争

被西方社会建构为“无序”“仇外”的形象。① 正因如此，国民政府才一直力图通过改善对外宣传的

方式扭转形象，争取国际秩序主导者的支持。 这一外延视角能使我们回到历史语境去理解战时国

际宣传的逻辑。
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史，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国际秩序被重组的历史。 视角外延的意义，不仅在

于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讨论，亦在于将中国的抗战史纳入重要的全球议题中。 单一视角往往无

法注意到区域内不同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联结，而这恰恰是未来有待研究的新议题。 例如，同样受

到日军占领的中国周边国家，往往与战时中国存在经贸往来、人口流动。 当下国内抗战史的研究，
已对战时日常生活、经贸税收、文艺教育等问题充分关注，但以上研究能否将中国案例置于国际环

境之下考察？ 这也是此书带给中国研究者的启示。
当然，本书立足于全景式呈现国民党建立战时外宣的努力，对某些重要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

有些问题一笔带过，并未得到深入讨论，留下一些缺憾。 例如，作者提到的修订“水线（海底电缆）
合同”问题，这一技术壁垒直接影响着国民政府传递国际信息的效率，甚至可能左右其外宣政策的

制定。 国民政府如何争取对海底电缆的控制权，又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合作，值得做更深入

的研究。② 再例如本书最后强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战，这与国民政府的外宣

工作是否直接相关？ 在最后一章作者并未呈现必要的详细论述。
总体而言，《战场之外》以新的英文报刊史料，通过“抗战外宣”的个案，从“人际网络”呈现国

民党宣传体制的新面向，同时凸显中国抗战中的国际关系因素，不论从所涉议题还是视角上，都为

抗战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多种思路。

〔作者郭子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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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舒歌：《战场之外》，第 ９２、１８５—１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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